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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激励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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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着力发展新兴战略产业的背景下，文章结合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并基于中国 2011-2020年上市

新能源汽车企业数据，研究创新生态系统中外部环境，即政策激励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具体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

政策激励与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即适度的政策激励能够有效促进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当政策

激励到达阈值后，则会产生抑制效应，且拐点位置约位于 38.6% 水平；（2）在政策激励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

金融服务支持的激励效果明显优于税费返还政策与政府直接补贴；（3）政策激励对非国有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比

国有企业更加明显。文章归纳了政策激励对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及扩散的作用，拓展了外部政策激励环境对新能源汽车产

业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影响，可为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制定合理的激励性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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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新兴战略产业之一，其生态、环保、节能等优势愈发受到国家重视。在“十四五”

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中，国家指出：“要发展新兴战略产业，聚焦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培

育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新动能。”新能源汽车企业在国家推动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创新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是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主体。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政策激励作为汽车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

推手，通过给予企业经济补贴、较好的融资环境等方式，推动新能源汽车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应用与推广，

加快新能源汽车新技术产业化进程。

例如，在电动汽车市场导入阶段，政策激励主要促进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采用，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政

策性普及阶段。在补贴驱动阶段，政策激励带动新能源汽车创新技术升级，逐渐提高向个人用户端的渗透普

及率。但在“补贴退坡”阶段，政府弱化激励会成为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常态，新能源汽车企业逐渐面临激烈

的市场创新环境，逐渐由政策激励驱动向市场创新环境驱动过渡。可见，政策激励与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有

着密切的联系。关于政策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研究，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政策激励可作

为“看不见的手”不断引导并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较高的政府补贴和良好的融资环境弥补了企业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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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过程中的投入和亏损（李晓钟和徐怡，2019［1］）。二是政策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着“挤出”效应（张

同斌和高铁梅，2012［2］; 张杰等，2015［3］; 应梦洁和曾绍伦，2017［4］）。可见，政策激励与新能源汽车企业

技术创新及扩散之间有着尚未确定的结论。政策激励对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及扩散有着怎样的影响？验

证其存在何种关系机制可为我国政府制定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和扩散激励政策和措施提供理论支撑。

本文基于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了政策激励下的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基于我国上市新能

源汽车企业数据，探究了技术创新系统中政策激励与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机制 , 探析政策激励对

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及扩散演进的作用，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扩散的系统运行以及制定合理

的政策激励性措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  政策激励下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

采用创新生态系统概念就意味着要从动态的视角去重新认识创新发展过程，创新生态系统在以往的研究

中形成了一种趋法，即并不能够将创新环境或创新事件与整个创新结构分离开来 (Astami 等，2016［5］)。例如，

刘友金（2002）［6］以群落学为基础，重点关注的技术创新群落研究；隋映辉（2004）［7］提出创新生态系统

与“创新圈”的理论。创新生态系统的提出体现了创新发展研究的一次范式转变，由创新系统中要素构成到

要素之间、要素与环境之间的动态转化。在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战略新兴的背景下，关注新能源汽车产业创

新生态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转到关注整个创新生态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作用极具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有提供能量供给的生产者，从生产者当中获取能量的消费者，以及细菌、真菌等将

死亡的动植物分解为生产者提供能量的分解者，以此来实现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似，

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如图 1）中包括技术生产者（科研单位）、消费者（新能源汽车企业）和分

解者（新能源汽车消费者）主要组成部分，此外还包括创新平台以及外部政策激励环境，以此来组成政策激

励下的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生态系统循环。生产者主要包括科技研发院校或企业研发部门，为技术创新系

统不断生产提供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成果。消费者是指能够将这些技术创新研发成果产品化，投入使用的新

能源汽车制造企业。分解者主要是指新能源汽车的购买使用者，他们可以通过用户体验、购买需求等通过平

台反馈给新能源汽车制造厂商以及技术研发部门，使技术不断更新、迭代。此外，新能源汽车企业可以通过

创新平台了解、采纳新技术，即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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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自然生态系统与新能源汽车生态系统类比 

在生态系统中的非生物成分主要是对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由较大影响的发展环境，

如市场创新环境、企业融资环境等（如图 2）。上文分析得出，在政策激励下，政府给予企

业良好的股权融资、债券融资、借贷优惠等融资环境、由政府直接给予的财政补贴和税收返

还等补助环境以及由消费补贴驱动的需求及创新等市场环境。在多种发展环境共同促进作用

下，政策激励能够多方位来影响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技术创新，例如在补贴驱动阶段，新能源

汽车企业在政策激励的推动下，加大创新投入，促进边际技术创新的产出，进而在创新平台

中，实现企业间的技术扩散。同时创新平台的产出也会带动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研发部门的成

果激励，并不断地向新能源汽车企业输入可产品化的创新技术成果。在政策激励下的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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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自然生态系统与新能源汽车生态系统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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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平台中，实现企业间的技术扩散。同时创新平台的产出也会带动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研发部门的成果激励，

并不断地向新能源汽车企业输入可产品化的创新技术成果。在政策激励下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扩散演

进框架中，包含若干技术创新群落的平台在政策激励的促进下，加速了技术创新的产出以及产品化、市场融

合等过程，进而被采纳优化更新或者被拒绝并发送反馈 , 这使得某项技术创新在生态系统中的扩散演进流程

大大缩短。

本文主要研究重点为创新生态系统中政策激励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及其扩散演进的影响，如图 2虚线

椭圆部分。我们在文章第五部分对创新生态系统中政策激励对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

来探究政策激励对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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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政策激励下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模型 

3文献概述及研究假设 

3.1政策激励与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非线性机制 

政府支持和技术创新能力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两大主要动力（林伯强和李江龙，

2014[8]）。近年来，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由于技术创新和

知识具有公共产品的外溢性特征，市场失灵必然导致研发创新投入不足，因此政府有必要出

台激励政策来纠正这种外部性（Tassey 等，2004[9]）。研发投入势必会降低企业的经营投资

效率，政府则通过补贴政策来刺激企业加大投资力度（Neary 等，1998[10]）。我国的新能源

汽车技术在能源利用形式方面还未完全成熟，需要新能源汽车企业追加大量研发投入来推动

技术进步，进而加速新能源取代传统化石能源的进程。在新能源汽车发展初期，新能源汽车

企业面临着传统化石能源低成本竞争和新能源高成本的双重压力，仅靠新能源汽车企业自身

努力或许难以突破（Siddiqui 等，2007[11]）。 
但由于新能源汽车是一种具有外部性的产品，而政策激励具有促进企业创新和提高企业

绩效的目的，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助(Almus 和 Czarnitzki，2003[12])、税收返还（孙刚，

2017[13]）、消费补贴、融资便捷(Czarnitzki 和 Hottenrott，2011[14])等激励措施来支持新能源

汽车初期的创新发展。关于政策激励的研究中，学者们多关注于某一项激励措施的影响

(Almus 和 Czarnitzki，2003[12]；孙刚，2017[13])，显然用来衡量政策激励不够全面。在政策

激励的补助环境和融资环境中，财政补助、税收返还、融资便捷均能直接促使新能源汽车企

业增加研发创新投入，进而促进技术创新，提高技术创新产出。在政策激励引导的市场环境

中，消费补贴能够进一步拉动市场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增加市场盈利和引发市场创新，市

场盈利带来创新投入的增加，并且市场创新促使企业技术创新来满足市场需求。在新能源技

术产出不断增长的同时，资金回流使新能源汽车企业可以进一步加大创新投入，以此规律循

环（如图 3 所示）。政策激励从而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积极驱动作用，政府补贴可以直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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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政策激励下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模型

3  文献概述及研究假设

3.1 政策激励与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非线性机制

政府支持和技术创新能力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两大主要动力（林伯强和李江龙，2014［8］）。近

年来，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由于技术创新和知识具有公共产品的外溢性特

征，市场失灵必然导致研发创新投入不足，因此政府有必要出台激励政策来纠正这种外部性（Tassey 等，

2004［9］）。研发投入势必会降低企业的经营投资效率，政府则通过补贴政策来刺激企业加大投资力度（Neary
等，1998［10］）。我国的新能源汽车技术在能源利用形式方面还未完全成熟，需要新能源汽车企业追加大量

研发投入来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加速新能源取代传统化石能源的进程。在新能源汽车发展初期，新能源汽车

企业面临着传统化石能源低成本竞争和新能源高成本的双重压力，仅靠新能源汽车企业自身努力或许难以突

破（Siddiqui 等，2007［11］）。

但由于新能源汽车是一种具有外部性的产品，而政策激励具有促进企业创新和提高企业绩效的目的，因

此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助 (Almus 和 Czarnitzki，2003［12］)、税收返还（孙刚，2017［13］）、消费补贴、融资

便捷 (Czarnitzki 和 Hottenrott，2011［14］) 等激励措施来支持新能源汽车初期的创新发展。关于政策激励的研

究中，学者们多关注于某一项激励措施的影响 (Almus 和 Czarnitzki，2003［12］；孙刚，2017［13］)，显然用来

衡量政策激励不够全面。在政策激励的补助环境和融资环境中，财政补助、税收返还、融资便捷均能直接促

使新能源汽车企业增加研发创新投入，进而促进技术创新，提高技术创新产出。在政策激励引导的市场环境

中，消费补贴能够进一步拉动市场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增加市场盈利和引发市场创新，市场盈利带来创新

投入的增加，并且市场创新促使企业技术创新来满足市场需求。在新能源技术产出不断增长的同时，资金回

流使新能源汽车企业可以进一步加大创新投入，以此规律循环（如图 3所示）。政策激励从而对企业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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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具有积极驱动作用，政府补贴可以直接或间接弥补企业创新投入的不足，有效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和风险，

从而对企业的创新决策产生积极影响 (Luo 等，2011［15］)。政策激励的实质是通过政策安排，引导资源要素

在产业之间进行再分配，最终达到促使新能源汽车产业优先发展的目的。

4 
 

间接弥补企业创新投入的不足，有效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和风险，从而对企业的创新决策产生

积极影响(Luo 等，2011[15])。政策激励的实质是通过政策安排，引导资源要素在产业之间进

行再分配，最终达到促使新能源汽车产业优先发展的目的。 

 
图 3 政策激励正向促进技术创新概念图 

另一种观点认为政策激励性措施对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存在着“挤出”效应，并且对企

业创新绩效有着负向影响，因此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性存在限制(Clausen，
2009[16])。此外，信息不对称也是导致“挤出”效应的原因之一，有学者指出政府在筛选目

标企业时，倾向于选择风险小、短期回报率高的企业，这使得政策激励性措施往往没有资助

那些短期回报率不高但长期发展效益好的企业（Wallsten，2000[17]）。政策激励政策的本意

是提供资金支持来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和风险，弥补企业本身的研发投入不足以应对市场失灵，

但过度或者不恰当的政策激励也可能导致本该由市场机制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投入最

后由政府去弥补，因而政府选择性补贴支持可能会造成“挤出”效应。所以。一些学者指出

当政策激励低于某个临界值时，或者适度的政策激励能够充分发挥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

发展的作用（Howell，2017[18]）。但当政策激励较大时，可能会催生企业研发的“惰性行为”，

即企业以政策激励作为全部研发投入，让政府承担所有创新成本及风险，以至于可能会为了

较大的政策激励而释放虚假的研发信号，从而产生“企业研发惰性”的现象。甚至，在政府

选择性补贴的政策下，部分企业会为了得到政策激励而产生“寻租”行为，这些行为都可能

使政策激励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可以看出，政策激励与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可能存在一种非线性机制（如图 4）。

在新能源汽车企业发展初期，政策激励弥补了较大的创新投入缺口，这种政府引导的资源优

先分配使得政策激励的正外部性大于其负外部性，从而有效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

随着政策激励的不断增加以及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发展，一方面，政策激励带来的技术创新出

现边际递减现象。另一方面，当政策激励收益足够高时，“寻租”、“骗补”、“信息不对称”、

“催生企业惰性”均会使政策激励的负外部性日益凸显，从而导致对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

新的“挤出”效应，最终抑制了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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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政策激励正向促进技术创新概念图

另一种观点认为政策激励性措施对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存在着“挤出”效应，并且对企业创新绩效有着

负向影响，因此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性存在限制 (Clausen，2009［16］)。此外，信息不对称也是导

致“挤出”效应的原因之一，有学者指出政府在筛选目标企业时，倾向于选择风险小、短期回报率高的企业，

这使得政策激励性措施往往没有资助那些短期回报率不高但长期发展效益好的企业（Wallsten，2000［17］）。

政策激励政策的本意是提供资金支持来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和风险，弥补企业本身的研发投入不足以应对市场

失灵，但过度或者不恰当的政策激励也可能导致本该由市场机制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投入最后由政府去

弥补，因而政府选择性补贴支持可能会造成“挤出”效应。所以。一些学者指出当政策激励低于某个临界值

时，或者适度的政策激励能够充分发挥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的作用（Howell，2017［18］）。但当政

策激励较大时，可能会催生企业研发的“惰性行为”，即企业以政策激励作为全部研发投入，让政府承担所

有创新成本及风险，以至于可能会为了较大的政策激励而释放虚假的研发信号，从而产生“企业研发惰性”

的现象。甚至，在政府选择性补贴的政策下，部分企业会为了得到政策激励而产生“寻租”行为，这些行为

都可能使政策激励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可以看出，政策激励与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可能存在一种非线性机制（如图 4）。在新能源汽

车企业发展初期，政策激励弥补了较大的创新投入缺口，这种政府引导的资源优先分配使得政策激励的正外

部性大于其负外部性，从而有效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随着政策激励的不断增加以及新能源汽车企

业的发展，一方面，政策激励带来的技术创新出现边际递减现象。另一方面，当政策激励收益足够高时，“寻

租”、“骗补”、“信息不对称”、“催生企业惰性”均会使政策激励的负外部性日益凸显，从而导致对新

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最终抑制了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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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政策激励与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非线性机制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政策激励与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着倒“U”型非线性机制。即适度的政策

激励能够有效促进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当政策激励到达阈值后，则会产生抑制效应。 
3.2政策激励与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产权异质性的作用 

在我国制度环境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融资环境、资金约束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凭借着和政府的天然联系，国有企业无论在政策激励获得，还是在市场创新淘汰机制中生存，

和非国有企业相比有着显著不同（于凡修，2021[19]）。在创新发展环境中，政策激励对促进

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作用并没有那么明显。一是因为在市场淘汰机制中，国有企业不会

因为边际创新产出低而被淘汰，因而国有企业一般缺乏进一步追加研发投入的动力；二是因

为政策激励强度与企业本身资金支持相比不大，所起到的激励效果也不会大。而对民营企业

而言，市场淘汰机制促使企业进一步追加研发投入，创新成本由企业承担，并且由于政府选

择性补贴相关政策出台，突出了政策激励在创新发展环境中的重要性，在弥补企业创新成本

的同时，降低了由于创新失败而淘汰和投资失败产生的风险（潘越等，2009[20]）。而民营企

业本身的资金支持和政府补贴相比规模较小，且政府补贴能够给予民营企业宽松的融资约束

和金融支持环境，从而不断促进创新产出。 

从资源再分配的角度来看，政策激励在产业之间的调控下，能促使新能源汽车产业优先

发展，但资源再分配的合理性受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政府选择性激励背景下，更多的是将

资源再分配到风险小、体量大、收益前景好的企业，而国有企业正是政府选择性激励的主体。

再从政策激励强度出发，国有企业也是优先进入到政府选择性激励名单的企业，其政策激励

强度，包括补助金额、融资环境的宽松程度相较非国有企业来说，也是有较大差异的。总之，

无论从制度环境，资源再分配，还是政策激励强度，国有企业都是政府选择性激励的主体，

因而针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激励更可能越过阈值，从而更可能削弱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

作用，甚至产生抑制作用。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政策激励对非国有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更加明显。 

4变量及数据说明 

4.1主要变量说明 

（1）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EV Technology Innovation)。本文主要研究对象为新能

源汽车整车制造上市企业，样本均根据 2011-2020 近 10 年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年鉴》进

行筛选。剔除了 ST、ST*和样本量不足 10 年的企业样本，选择了我国 16 家上市新能源汽车

企业。采取超效率 DEA 模型测度，投入产出决策单元如表 1 所示，超效率 DEA 模型如下： 

抑制 

促进 

政策激励 

正外部性 

负外部性 

正面效应 

挤出效应 

技术创新 动态非均衡 

图 4  策激励与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非线性机制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政策激励与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着倒“U”型非线性机制。即适度的政策激励能够有效促

进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当政策激励到达阈值后，则会产生抑制效应。

3.2 政策激励与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产权异质性的作用

在我国制度环境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融资环境、资金约束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凭借着和政

府的天然联系，国有企业无论在政策激励获得，还是在市场创新淘汰机制中生存，和非国有企业相比有着

显著不同（于凡修，2021［19］）。在创新发展环境中，政策激励对促进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作用并没

有那么明显。一是因为在市场淘汰机制中，国有企业不会因为边际创新产出低而被淘汰，因而国有企业一

般缺乏进一步追加研发投入的动力；二是因为政策激励强度与企业本身资金支持相比不大，所起到的激励

效果也不会大。而对民营企业而言，市场淘汰机制促使企业进一步追加研发投入，创新成本由企业承担，

并且由于政府选择性补贴相关政策出台，突出了政策激励在创新发展环境中的重要性，在弥补企业创新成

本的同时，降低了由于创新失败而淘汰和投资失败产生的风险（潘越等，2009［20］）。而民营企业本身的

资金支持和政府补贴相比规模较小，且政府补贴能够给予民营企业宽松的融资约束和金融支持环境，从而

不断促进创新产出。

从资源再分配的角度来看，政策激励在产业之间的调控下，能促使新能源汽车产业优先发展，但资源再

分配的合理性受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政府选择性激励背景下，更多的是将资源再分配到风险小、体量大、

收益前景好的企业，而国有企业正是政府选择性激励的主体。再从政策激励强度出发，国有企业也是优先进

入到政府选择性激励名单的企业，其政策激励强度，包括补助金额、融资环境的宽松程度相较非国有企业来

说，也是有较大差异的。总之，无论从制度环境，资源再分配，还是政策激励强度，国有企业都是政府选择

性激励的主体，因而针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激励更可能越过阈值，从而更可能削弱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

作用，甚至产生抑制作用。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政策激励对非国有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更加明显。

4  变量及数据说明

4.1 主要变量说明

（1）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 (EV Technology Innovation)。本文主要研究对象为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上

市企业，样本均根据 2011-2020近 10年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年鉴》进行筛选。剔除了 ST、ST* 和样本量

不足 10年的企业样本，选择了我国 16家上市新能源汽车企业。采取超效率 DEA 模型测度，投入产出决策

单元如表 1所示，超效率 DEA 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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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

Index

类别

Category

指标内容

Content

投入指标

研发投入消耗
研发经费投入

研发人员投入

资产投入消耗

固定资产

流动资产

从业总人数

产出指标
企业盈利产出

主营业务收入

营业利润

专利产出 专利申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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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成立年限（Age）。根据已有研究，一般认为企业成立年限越久，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更加完善，

技术创新投入要素分配更为合理（张鹏等，2015［21］）；股权制衡度（Balance）反映了企业总经理或者决策

人的决策权的大小，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属于变革型的战略转型，股权制衡度越大，表明企业战略决策人的

决策权越小，不能及时决策技术创新管理安排，从而导致企业技术创新成本流失，风险扩大（隋静等，

2016［22］）；现金流比率 (Cashflow) 代表着企业内源性融资的丰盈程度，会影响企业的投资预期和融资约束，

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付文林和赵永辉，2014［23］）；托宾 Q 值 (Tobin’s Q) 常常被视为企业成长发展

的指标，反映了企业投资预期和发展成果预期，是影响企业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李牧南等，2019［24］）。

4.2 变量解释及数据来源

模型变量及指标含义如表 2所示，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3。新能源汽车企业财务数据来源于各公司每年

的年度报告，企业专利数据来自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数据库，所有数据均为手工整理。

表 2  模型变量、指标含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指标含义

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 EV Technology Innovation DEA超效率模型测度

政策激励 Policy Incentives 熵权法综合衡量

企业成立年限 Age 企业年龄的自然对数

股权制衡度 Balance
第二到五位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和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

比例

现金流比率 Cashflow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除以总资产

托宾Q值 Tobin’s Q
流通股市值+非流通股股份数×每股净资产+负债账面

值)/总资产

表 3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EV Technology Innovation 160 1.348 0.987 0.137 5.759

Policy Incentives 160 0.082 0.103 0 0.578

Age 160 2.552 0.749 0 3.389

Balance 160 0.663 0.544 0 2.233

Cashflow 160 0.036 0.096 0 0.386

Tobin’s Q 160 1.237 0.378 0 3.259

5  实证分析

5.1 多重共线性检验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各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观察发现，各变量

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在 1.1左右，远小于 5，且容忍度远高于 0.1，证明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4  多重共线性检验

Variable VIF Tolerance

Policy Incentives 1.11 0.90

Balance 1.04 0.96

Age 1.09 0.92

Cashflow 1.11 0.90

Tobin’s Q 1.19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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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主效应回归

表 5报告了政策激励及三种政策手段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在模型 (1)(3) 中，我们分别对

模型采用了最小二乘法估计、固定效应回归，在模型 (2)(4) 中，在以上回归模型中加入了政策激励的平方项

进行回归。观察模型 (1)(3)，政策激励的系数分别为 1.98、1.96，均在 1% 的统计水平的显著且为正。回归结

果表明政策激励显著促进了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说明在创新发展阶段，政策激励能够有效的促进新能源汽

车技术创新。观察加入政策激励平方项的模型 (2)(4)，政策激励的系数项分别为 4.63、4.52，均在 1% 的统计

水平的显著且为正；政策激励的平方项系数分别为 -5.99、-5.73，均在 5% 的统计水平的显著且为负。这表明

政策激励可以显著促进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但这一激励超出某个临界值时，政策激励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

新则会存在“挤出”效应 , 可能是由于政策激励过高，导致一系列负外部性问题，例如“寻租”、“骗补”、

“企业惰性”等企业行为以及“错补”、“滥补”等政府行为，造成了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挤出”效应，

从而使得在此阶段产生了抑制效应，假设 H1得到验证。在模型 (5)(6) 中，分别探究了政府直接补助、税费

返还以及金融服务支持三种政策激励手段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金融服务支持的激励

效果明显优于税费返还政策与政府直接补贴。这说明新能源产业政策当中要求给予新能源汽车企业优惠的金

融服务支持，主要包括贷款、利率下浮、促进股权融资及降低债券发行的资金成本等政策服务能够起到突出

的激励性效果。

表 5  政策激励对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

Variable EV Technology Innovation

Model
OLS

（1）

OLS

（2）
Fixed Effect（3） Fixed Effect（4）

OLS

（5）
Fixed Effect（6）

Policy Incentives
1.98*** 4.63*** 1.96*** 4.52***

(0.39) （1.34） (0.36) （1.22）

(Policy Incentives)2
-5.99** -5.73**

（2.66） （2.54）

Subsidy
0.277*** 0.322***

(0.154) (0.152)

Tax
0.736** 1.445**

(0.127) (0.134)

Financial Support
1.77*** 1.576***

(0.739) (0.687)

Balance
0.21*** -0.69*** 0.23*** -0.68*** 0.15*** 0.28***

(0.05) （0.06） (0.04) （0.08） (0.01) （0.02）

Age
-0.69*** 0.17*** -0.67*** 0.20*** -0.48*** -0.55***

(0.06) （0.05） (0.05) （0.06） (0.06) （0.05）

Cashflow
7.74*** 7.81*** 7.86*** 7.88*** 7.19*** 7.85***

(0.69) (0.66) (0.62) （0.47） (0.74) （0.66）

Tobin’s Q
-0.20* -0.16 -0.20 -0.14 -0.15* -0.13

(0.11) (0.10) (0.13) （0.13） (0.12) （0.11）

_cons
1.09*** 1.00*** 0.99*** 0.90*** 1.10*** 0.99***

(0.16) （0.16） (0.17) （0.22） (0.16) （0.15）

R2 0.727 0.737 0.740 0.749 0.755 0.684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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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异质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考察在不同所有制环境下政策激励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我们将新能源企业分为两

组，分别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回归结果如表 6所示。我们发现在模型 (7)(8) 中，政策激励对民营新能源

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为 7.73，对国有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则为 1.90，且均显著为正。

这表明政策激励能够显著促进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而政策激励对非国有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促

进作用比对国有新能源汽车企业更大，假设 H2得到验证。

表 6  政策激励对不同所有制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

Variable Private enterprise State-owned enterprise

Model OLS(7) OLS(8)

Policy Incentives
7.73** 1.90***

(3.60) (0.39)

Age
0.04 0.21***

(0.12) (0.05)

Balance
-0.61*** -0.81***

(0.16) (0.09)

Cashflow
6.69*** 8.11***

(1.85) (0.79)

Tobin’s Q
0.00 -0.38*

(0.14) (0.20)

_cons
0.92*** 1.33***

(0.17) (0.24)

R2 0.698 0.734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5.4 Tobit 回归

此外，由于被解释变量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是以 0为下限的变量，应采用 Tobit 模型进行再次估计以确

保其稳健性。Tobit 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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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obit回归 

此外，由于被解释变量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是以 0 为下限的变量，应采用 Tobit 模型进

行再次估计以确保其稳健性。Tobit 模型如下： 

{
Yk∗ = XK

β + εk
Yk = Yk∗(Yk∗ > 0)
Yk = 0(Yk∗ ≤ 0)

 #(3)  

被解释变量 y 关于 x 的无条件期望为： 
E(y|X) = P(y > 0|x) ⋅ E(y|y > 0,x) = Φ(xβ/σ) ⋅ E(y|y > 0,x)#(4)  

在 x 条件下的偏效应估计为： 
∂E(y|x)
∂xj

=
∂P(y > 0|x)

∂xj
⋅ E(y|y > 0,x) + P(y > 0|x) ⋅

∂E(y > 0|x)
∂xj

#(5)  

即可表示为： 
∂E(y|x)
∂xj

= βJΦ(xβ/σ)#(6)  

回归偏效应估计结果如表 7 所示。在模型(9)(10)(11)中，政策激励及三种政策激励措施

与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关系和上述主效应回归方向一致。模型(12)(13)结果表明政策激励

对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的结论依然稳健。此外根据偏效应模型(11)估计结

果，可以计算出政策激励与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倒“U”型曲线拐点约位于 38.6%水平。

股权制衡度（Balance）的系数为负，表明股权制衡度越大，企业决策权越小，会造成企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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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被解释变量 y 关于 x 的无条件期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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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x 条件下的偏效应估计为： 
∂E(y|x)
∂xj

=
∂P(y > 0|x)

∂xj
⋅ E(y|y > 0,x) + P(y > 0|x) ⋅

∂E(y > 0|x)
∂xj

#(5)  

即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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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

= βJΦ(xβ/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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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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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偏效应估计结果如表 7所示。在模型 (9)(10)(11) 中，政策激励及三种政策激励措施与新能源汽车技

术创新的关系和上述主效应回归方向一致。模型 (12)(13) 结果表明政策激励对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

用更明显的结论依然稳健。此外根据偏效应模型 (11) 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出政策激励与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

的倒“U”型曲线拐点约位于 38.6% 水平。股权制衡度（Balance）的系数为负，表明股权制衡度越大，企业

决策权越小，会造成企业创新风险的扩大，从而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产生抑制效应。企业的上市年限 (Age)
为正，表明公司成立年限越大，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更加成熟，要素资源投入更加合理，从而积极促进新能源

汽车技术创新。现金流比率 (Cashflow) 回归系数为正，意味着企业内源性融资越稳定，对技术创新投入预期

更高，从而促进更多的技术创新投资行为。托宾 Q 值 (Tobin’s Q) 回归系数为负，高 Q 值意味着过高的投

资回报率预期，但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发展尚处于不成熟时期，给企业带不了过高的资本回报，高预期与低

回报造成了两者负向的关系。

表 7  Tobit 模型回归偏效应估计结果

Variable

Model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ivate State-owned 

(9) (10) (11) (12) (13)

Policy Incentives
1.70*** 3.98*** 6.52*** 1.66***

(0.35) (0.99) (2.13) (0.39)

(Policy Incentives)2
-5.15**

(2.09)

Subsidy
0.285***

(0.130)

Tax
0.775**

(0.125)

Financial Support
1.55***

(0.792)

Balance
0.18*** 0.09*** 0.15*** 0.03 0.18**

(0.05) (0.01) (0.05) (0.09) (0.08)

Age
-0.59*** -0.56*** -0.60*** -0.51*** -0.71***

(0.06) (0.08) (0.06) (0.10) (0.09)

Cashflow
6.62*** 7.76*** 6.72*** 5.64*** 7.09***

(0.35) (1.24) (0.35) (0.56) (0.49)

Tobin’s Q
-0.17* -0.18 -0.14 0.002 -0.33*

(0.10) (0.15) (0.10) (0.13) (0.18)

_cons
1.09*** 1.12*** 1.01*** 0.92*** 1.33***

(0.20) (0.22) (0.20) (0.22) (0.33)

sigma 
0.51*** 0.41*** 0.50*** 0.43*** 0.53***

(0.03) (0.02) (0.03) (0.04) (0.04)

Pseudo R2 0.463 0.325 0.476 0.511 0.458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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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政策激励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回归分析可能会受到反向因果关系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干扰。因此，本

文借鉴高翔和黄建忠 (2019)［25］的做法，选取滞后一期的政策激励作为政策激励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 2SLS
估计。在第一阶段回归中，政策激励会受到滞后一期的显著影响，即此工具变量 (L.Policy Incentives) 对内生

变量 (Policy Incentives) 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在第二阶段回归中，分别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 (Innovation) 以
及其替代变量专利申请量 (Patent) 进行回归估计，回归估计系数均显著，表明政策激励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

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本文借鉴王宏伟等 (2022)［26］的方法，使用有限信息极大似然方法 (LIML) 再次

回归估计，并不改变研究结论，表明并无内生性问题。

表 8  工具变量回归

因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LIML LIML

Policy Incentives Innovation Patent Innovation Patent

L.Policy Incentives
0.024**

(0.002)

Policy Incentives
2.550*** 0.266** 1.653*** 0.251**

(0.000) (0.64) (0.90) (0.77)

C
0.205*** 1.31***

(0.065) (1.0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双向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428 0.770 0.112 0.827 0.584

弱工具变量检验 0.049** 0.066***

Sargan-Hansen 0.420 0.650

Wald F 196.12 60.88

6  回归结果讨论

6.1 政策激励与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即适度的政策激励能够有效促进新能源

汽车企业技术创新；当政策激励到达阈值后，则会产生抑制效应，且拐点位置约位于 38.6% 水平。

政策激励在引导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能源汽车产业面临着研发

风险、技术复杂性、挤出效应等，同时面临着市场需求的考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

新的积极性。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量产发展、技术进步到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阶

段，带来了技术效率提高的同时降低了生产经营成本。我们从新能源汽车发展在中国的发展阶段来看，在市

场导入阶段，政策激励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了政策性市场份额，较大的政策激励强度带来了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迅速扩张以及规模发展。在政策激励驱动阶段，政策激励强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新能源汽车企

业技术进步和创新加快，由数量规模扩张转向技术创新产出扩张，新能源汽车创新产出向个人用户端的渗透

率不断提高。但在技术规模不断扩张时，企业也面临着技术瓶颈期，在这一阶段，技术创新边际产出不断降

低，同时较高的政策激励强度带来的“挤出效应”、“研发惰性”、甚至“寻租”等行为加剧抑制了新能源

汽车技术创新发展。这一结论与 Li 等 (2021)［27］相似，但 Li 等 (2020)［28］指出政府补助行为与新能源汽车企

业技术创新之间有着 “U”型关系，考虑到投入产出时间上的滞后性，结论也是有一定可行性的，但如果与

中国新能源汽车创新发展阶段联系起来，并不具备现实依据的支撑。此外，我们根据模型估计结果推断拐点

位置约位于 38.6% 水平，即在以 0.578为上限的政策激励强度内，在 0-0.223范围的激励强度下，政策激励能

够显著促进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但到达 0.223激励强度后会产生抑制效应。我们同时结合政策激励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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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推断年度时间得出，抑制阶段产生于 2015-2016年，处于中国政策激励强度不断增强的阶段。而就在此阶

段中，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大规模负面事件频发，如 2016年地方“寻租”、“骗补门”等事件为拐点提供了

事实依据。

6.2 在政策激励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金融服务支持的激励效果明显优于税费返还政策

与政府直接补贴

政府在制定激励性政策时，在不同的出发点和实际操作中有不同的补贴方式，例如无偿资助，即政府直

接补助给新能源汽车企业。此外还有事后奖补，例如税费返还，消费补贴等。但研究结论表明给予宽松的金

融服务支持能够较大程度上促进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其原因在于宽松的金融服务支持能够缓解企业的

融资约束，最大程度上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使得具有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更可能获得信贷融资。此外，政

府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金融扶持，可以向社会传递未来公共部门产品需求信号，当新能源汽车产品与服务

需求相契合时，有助于提高预期边际回报率，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水平。

6.3 政策激励对非国有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比国有企业更加明显

我们在对样本进行所有权的筛分后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新能源汽车企业在政策激励下的技术创新与非

国有新能源汽车企业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出现这种现象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解释，一是政府在选择激励的新

能源汽车企业时，会优先选择风险小、体量大的国有企业，在此背景下，仍然进入到激励名单的非国有企业

显然拥有较大的技术创新优势 (Clausen, 2009 ［16］)。二是由于非国有企业资本体量小的原因，受到市场创新

驱动强度相较于国有企业要更大，所以非国有企业在相同政策激励下的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产出比国有企业

多出了市场创新驱动作用的一部分。可见，非国有企业可以在政策激励的扶持下，相较国有企业而言，能够

缓解由于资金约束对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的抑制作用，降低技术创新发展成本和投资风险，从而进

一步促进技术创新发展。产权异质性的差异关键在于企业规模和竞争环境的差异 (Howell, 2017 ［18］)，从企业

规模来看，政策激励强度对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规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国有企业大规模创新发

展环境，政策激励更多仅仅是起到引导性作用。从竞争环境来看，尤其是当前“补贴退坡”背景下，企业技

术创新逐渐由政策激励驱动向市场创新驱动过渡，非国有企业拥有较好的市场创新活力，因而在政策激励下，

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效果更加明显。

7  结论与建议

7.1 结论

与以往研究中着眼于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内部构成要素不同，本文拓展了外部政策激励环境对整个新能源

汽车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及其扩散演进的影响。文章聚焦于作为战略新兴产业之一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结合新

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实证检验了创新生态系统中政策激励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影响。得出以下

结论：

(1) 政策激励与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即适度的政策激励能够有效促进新能源汽

车企业技术创新；当政策激励到达阈值后，则会产生抑制效应，并且拐点位置位于 38.6% 水平左右。(2) 研
究发现在政策激励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金融服务支持的激励效果明显优于税费返还政策与

政府直接补贴。(3) 政策激励对非国有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比国有企业更加明显。

7.2 政策建议

第一，在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发展中，政策激励能有效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对技术创新有着重要

引导作用。因此政府在制定相关激励政策时，应科学全面地评估激励对象。细化激励主体对象选拔细则，全

面客观的执行政策激励性措施等。政府应该积极引导企业避免过于依赖其激励，引导企业合理有效利用政府

给予的相关激励补贴，使得政府相关措施落实到位，企业技术创新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其次要加大对企业“寻

租”行为的惩罚力度，同时对政府相关责任人“错补”、“滥补”等行为追究责任，完善政策激励相关工作

机制 (Li 等， 2021［27］)。其次，建议将政府部门的激励对象以及激励措施适时公示，接受公众媒体的监督，

避免由于选择补贴对象的主观性造成对预期创新效果的负向效应。同时，企业应及时向政府及社会定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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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激励的投入去向以及阐述相关激励补贴是否落实到位，并加强企业内部的监督。绩效考核机制可以积极

落实到激励政策预期效果验收上，在评估下一轮补贴对象时，可以根据上轮的政策激励投入产出比作为参考

依据，以创新产出绩效作为主要选拔标准。由于企业补贴欺诈现象层出且政府对新能源汽车补贴逐步减少，

新能源汽车企业面临着智能转型困境。新能源汽车企业应该在可预见的未来及时做出战略调整，以适应新的

环境变化。在新能源汽车创新发展阶段，政府部门应该适时调整激励政策，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提供符合其

发展的激励政策。

第二，政府可以适当倾斜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金融服务政策支持，出台相关政策促进新能源汽车企业与

银行建立稳定的银企关系，对于富有创新活力的予以重点扶持。不断探索创立多种信用担保方式，弥补新能

源汽车企业担保抵押物不足的问题。政府同时建立支持自主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进一步予以新能源汽车

等创新战略性产业的金融市场服务支持。

最后，积极完善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与协作，尤其在重难点技术及颠覆性技术上，加强合作沟通交流，共

同克服技术难题。适时通过组织参观、互相学习等方式，着力解决企业技术落后瓶颈。通过政策激励，让要

素资源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重新分配，达到优先发展的目的，同时定期开展技术交流与展览会议，积极发挥好

政策激励在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加快实现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结构优化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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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Policy Incentives on New Energy Vehicle Technology Innovation 

HE Zheng-xia, CAO Chang-shuai, WANG Jian-ming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efforts to develop new strategic industries,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mechanism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e., policy incentives, on new energy vehicle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ew energy vehicle technology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the data of listed new energy vehicle enterpris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0. It is found that: (1) there is an inverted “U” cur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incentives and new 

energy vehicle technology innovation, i.e., moderate policy incentive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new energy vehicle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when policy incentives reach the threshold value, it will produce an inhibitory effect, and the inflection 

point is located at about 38.6% level; (2)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fluence of policy incentives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new energy vehicles,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financial service support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ax rebate policy 

and direct government subsidies; (3) the effect of policy incentives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non-state-owned new 

energy vehicle enterprises i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role of policy 

incentives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of new energy vehicle enterprises. It expands the influence of the 

external policy incentive environment on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 of the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which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formulating reasonable incentive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new 

energy vehicle enterprises in China.

Key words: policy incentives; new energy vehicles; technology innovation


